
南诏、大理时期的阿叱力教研究

——兼论中印文明在云南的角逐

张广保

美国学者亨林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对冷战之后出现的世界各种力量对比新格

局进行反思，提出一种理解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新的思路。他淡化了过去那种或以种族的

或以意识形态、或以地域的诸形态作为标示符号的观点，而只讲各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

「交锋」。他认为冷战时代结束之后，中国的儒家文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

等文明之间将展开生存发展的竟争。未来世界历史将围绕此一主线而展开。该著作对文化

的研究跨越了过去盛行的单从民族的传承和国家载体的狭隘视野。这种独特的视角不但对

于我们把握今后世界历史的走向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而且也有助于理解过去世界文明史

所呈现的诸种复杂格局。实际上，如果我们从宗教——这一文明的核心载体的创立与流布

看，伴随着世界上几大主要宗教例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创立及由发源地向四周的

流布，世界文明史的走向也随之呈现激烈变动。两者之间的正相关性是极其明显的。例如

当公元前六世纪佛教创立以后，随着其不断向中亚、东南亚的传播，尤其是公元前后伴随

大乘佛教进入中国，直至隋唐时期，中国完成其佛教中国化历程为止，印度文明因之达到

其辉煌的顶点。旧大陆中，除欧州的古希腊、罗马世界外，世界各主要文明民族都呈现出

全面印度化的特征。这种历史在其后伴随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创立及流布，又不断得到重

演。因此从人类文明的诸种构成因素看，种族的、国家的、地理的、礼仪的等因素都不如

宗教因素对文明的影响来得大。据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种文明形式是否具有持

久的生命力及广泛的影响力，就在于它能否以其精华熔铸成一个具有普适价值意义的宗教

那些曾在世界文明史上辉煌一时的文明，例如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及美洲的玛雅文

明，之所以到今天只成为人们凭吊的对象，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没有成功地创造出

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宗教。毫无疑问，亨林顿所提出的中心观点是建立在此前西方历史学家

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对世界文明区域划分的基础之上。但是，倘若我们想用这一思路为

主线来解释既往世界文明史，还需要对亨林顿书中的观点加以进一步推阐。此外，亨林顿

单纯以儒家文明来指代中华文明显然也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文明实际上是以儒家为表



显的三教合一的综合文明，正是这一点使它有别于其它文明，而凸显出中国文明的包容性

与丰富性。众所周知，中国文明是与儒、释、道等三支为基干支撑起来的，他们共同构筑

起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系统。儒释道三教各有擅长，他们互相补充，长期以来对传统社会

广泛渗透，对中国古代历史同时产生深刻影响。南宋孝宗曾说，中国文明是以佛教治心、

以道教养生、以儒教治国。这句话恰当的指出了三支文化力量在中国所占有的位置。如果

说世界上其它几种主要文明象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只是一种单一宗教文明(在这一点上，

印度文明似乎是个例外，它尽管与印度教为基干，但同时其它宗教象耆那教、锡克教、伊

斯兰教等，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华文明就是以儒、释、道互补为基本特

征的复合结构。三足鼎立，其支撑更牢固。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解释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

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及延续性的原因所在。

此外，与现存世界上其它主要文明相比，中国文明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此即以

此世的、人文的关怀为中心。这与其它文明奠基于神性中心形成鲜明比照。从中国文明发

展的历史看，中国文明的这一特色可以溯及其发韧之根源，而尤与轴心时代对传统的诠释

路向息息相关。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在总结了古希腊、以色列、印度、

波斯及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后，创造性地提出了「轴心时代」这一重要概念，用以解释人

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他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

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他重新燃起火焰。

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

供了精神力量」1。对于中国生活于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他特别举出孔子与老子。不过我们

注意到与世界上其它各大古老民族例如古希腊、希伯来、印度不同，从中国文明发展的实

际历史看，在轴心时代之前中国文明还有一个经典时代。诚然，在轴心时代之前，世界其

它文明古国也都曾产生自己的经典，像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犹

太民族的《旧约全书》，波斯的《吉尔伽美什》及印度的四《吠陀》等，然而这些民族在

前轴心时代产生的经典与中国的经书相比，都属于神话或宗教圣典，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解

脱或救赎的问题。而中国的经书则主要由夏、商、周三代的政典、礼典及史传构成，其中

的人文色彩特别浓厚，主要讨论现实世界的政治、道德问题。之所以有这种差异，我认为

与中国文明的早熟有直接关系。因为根据《国语》的记载，早在五帝时的颛顼时代，经由

「绝地天通」，中国文化就完成了由神性传统向人文传统的重大转向，从而确立了德性传

1 卡爾·雅斯貝爾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頁
14。



统。中外经典构成的这一差异直接影响到各自轴心时代思想突破的进路及此后文明演进的

途径。与其它民族轴心时代因思想突破而引发的文明传统由神性传统向人文传统之转向有

所不同，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突破显得更为温和，其与传统之间维持着顽强的延续性。这

当然是因为中国文明的这种转向早在经典时代之前就已完成。

从文化体系比较的角度看，中国文明总体上是一种以现世主义为导向的礼乐文明。依

据经典时代留存的经典文献，这一文化体系在「前三代」即尧、舜、禹就已定型，而在

「后三代」即夏、商、周时期则臻于成熟。孔子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感叹就是表

述对西周礼乐文明的向往。儒家也正是因为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乐精神，才使其成为中

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而道家则在究明天道、体察天人关系方面成绩显著。春秋、战国时期

诸子百鸣、百家竞起，实际上都是对礼乐文化进行批评、反思，而没有就这一文化的根基

予以质疑。因而我们可以说，百家的论争只是在同一文化体系范围内部的争论，无论是道

家对儒家的批评，还是墨家与儒家的争衡，都只是在同一价值体系中展开的，而没有从根

本结构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突破。直到随着后汉之后佛教的传入，以及由之引发的三教

论争，乃使中国传统文化直接面临着另一成熟文化——印度文化的挑战。由于印度文化具

有浓厚的出世主义色彩，这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其主体文化儒家文化来说相当陌生。因此佛

教宣传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缘起性空、涅盘寂灭等观念在当时对中国人引起极大的震

动。因为以礼乐文化为特色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关注现实人生、关注此世生活。这

无疑具有其特别的优势。不过与周边其它文化相比，它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其中尤可注

目者就是它的精神视域相对狭窄，其对生存的理解具有平面化的倾向。相对地道家对此有

所纠偏，它也关注对形而上问题特别是对生命超越论的探讨，不过由于道家追求的超越径

路更多的一种内在超越，因而只有少数社会精英才能理解，而无法满足普通大众对终极存

在的精神信仰需求。因此道家也仍然难以扭转中国文化过于强调现世的整体倾向。此外，

中国文化的缺点还表现其主干儒家文化，乃是奠基于以宗法血缘为核心的推扩式文化，尽

管它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世界关怀，例如大同思想、仁爱精神等，但其实现的途径乃是依据

血缘关系，遵循由近至远的推扩性进路，这与佛教的大悲精神、基督教的博爱这种强调价

值关怀普适性的宗教文化精神相比，无疑具有一定狭隘性与排它性，像儒家根深蒂固的华

夷之辨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华夏文化中心论就是明显的代表。而这又直接影响到中华文明由

中心地区向边远地区的传布。



一  中古时期东南亚地区的印度化

中国中古时期，尤其是伊斯兰教创立之前的唐代，正是印度文化进入全面鼎盛时期，

其时随着佛教在欧亚大陆各地的传布，印度文明对世界的辐射力也达到顶峰。我们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其时世界很多地区都呈现大面积「印度化」的现象。既使在中国这种具有原

创性文明的区域，也一无例外地经历佛教化的阵痛。其时中国无论是知识阶层，还是普通

民众，面对佛教的汹涌传入，大都采取接纳的态度。从这一时期称天竺为世界中心、以释

迦之教为无上殊胜之道看，中国文化在这时完全处于守势。最极端的是梁武帝萧衍居然以

皇帝之尊，将中国两支传统主流文化周、孔之教与老、庄之道都判为邪教。他在〈敕舍道

事佛〉一文中，竞然号召臣下反伪就真，舍邪归正：

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为化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隔凡成圣。

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归正。2

类似的看法也见于梁代高僧僧佑的言论，他说：

详检俗教，并宪章五经，所尊唯天，所法唯圣。然莫测天形，莫窥圣心。虽敬而信

之，犹蒙蒙不了。况乃佛尊于天，法妙于圣。化出域中，理绝系表。肩吾犹惊怖于

河汉，俗士安得不疑骇于觉海哉！3

僧佑的这种看法是源于印度佛教独特的宇宙观。研究佛教的学者都注意到佛教与西方天启

宗教相比，乃是一种具有浓厚人文主义色彩的宗教。佛教否认有世界创造之神，将诸天、

诸神置于佛之下。按照佛教教义，宇宙中各类生灵可以区分为六凡四圣，而诸天之神只不

过是六凡中最为殊胜者，但仍未摆脱轮回之轮。其它如刘宋时的谢镇之也认为中土孔老之

教「乃为尽美，未为尽善」，孔、老无法与释迦比肩。其〈重与顾道士书〉云：

假令孔老是佛，则为韬光潜导，匡救偏心，立仁树义，将顺近情。是以全角守祀，

恩接六亲，摄生养性，自我外物。乃为尽美，不为尽善。盖是有涯之制，未鞭其后

也。何得拟道菩提，比类牟尼？4

又隋代彦琮在〈通极论〉中也有类似的言论，他说：

纵使周公之制礼作乐，孔子之述《易》刊《诗》，予赐之言语，商偃之文学，爰及

左元放、葛孝先、河上公、柱下史，并驱之于方内，何足道哉！5

这显然都是责难孔老之教只局限于现世，不讲来世，不讲终极了证。正是居于此，魏晋南

2 《廣弘明集》卷四。
3 《弘明集》卷十四，〈後序〉。
4 《弘明集》卷六。
5 《廣弘明集》卷四。



北朝的崇佛者又称释迦牟尼为「众圣之王，四生之首」、6为「大圣」7。考虑到在当时普

遍将印度称为西方、西土，因此上述崇佛者这种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似乎可以

视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一种近似全盘西化、印化的主张。这对长期以来习惯于「夷夏之辨」

执持华夏文化优越论的中国士大夫不啻晴天霹雳，其引发的震撼也许只有鸦片战争时期由

于泰西文化的大规模传入对中国文化造成挑战，差可比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伦理道

德、政治制度层面，中国中古时代无论是崇佛者，还是辟佛者都一致肯定中国传统的礼乐

教化、纲常制度的价值。这表明中国虽然最大限度地接纳佛教，但仍然坚持纲常伦理这一

中国文化最核心的阵地，没有真正的印度化。

与中国相比，中古时代的东南亚地区由于缺乏强势的原创性文化的根基，因此当面对

以佛教、婆罗门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的猛烈冲击时，完全采取了全盘印度化的姿态。从考

古发掘的宗教文物及中国史籍的记载看，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盛行佛教和婆罗门教，乃是

印度文化圈的重要区域之一。在东南亚诸国中，斯里兰卡可说是印度文化向外传播的前哨

站。据该国佛教史《大史》记载，斯里兰卡的佛教可以追溯至印度著名的阿育王时代（公

元前 273——公元前 232）。阿育王曾派遣其子摩晒陀长老率僧侣到斯里兰卡传教，并将

释迦牟尼成道处的菩提树移植至斯里兰卡。及至该国提婆南昆耶帝沙时代（公元前 101

——公元前 77），又建筑起著名的佛教大塔。斯里兰卡在佛教传布方面一项最值得骄傲的

工作，乃是将佛藏由口传写成文字，形成著名的巴利文藏经。这项工作是在伐陀迦摩尼王

时代（公元前 29-公元前 17）完成的。此后，斯里兰卡一直是佛教上座部最为忠实的弘法

中心。此外，据考古发掘材料，泰国的邦德在公元初期就盛行佛教。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文化诸如婆罗门教、佛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并非仅仅作为一种单

纯的宗教信仰形式，而是与该地区的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形成一种天王或佛王信仰的教化

传统，并据此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据新加坡学者古正美教授的研究，东南亚在中

古时期产生的这种教化传统，具有如下典型表现：其一坚信天王或佛王具有护国、护王的

政治功能，帝王并将自身视为天王或佛王之原形。其二在王国都城建立圣山或圣山型寺庙

以之作为宇宙中心的象征，并藉此以沟通天人、圣凡两界。相信凭借这种神圣建筑，王朝

能获得神圣的护佑。东南亚诸国这种神圣建筑遗址，今天仍有不少留存。像柬埔寨的吴哥

窟、印度尼西亚爪哇的潘拔拿湿婆教遗址等等。其三最高统治者皇帝或国王接受灌顶仪式

登上皇位或王位，以此获得政权的神圣感。最后，皇室设专门僧侣负责祭祀活动，这些僧

6 《廣弘明集》卷一，〈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
7 《廣弘明集 》卷一，〈歸正篇序〉。



侣往往与皇室结成姻亲。8中古时期在东南亚出现的此类天王、佛王教化传统，乃是印度文

化在这一地区深化的重要表现。事实上，正是因为印度式的天王、佛王信仰，才使东南亚

各国先后完成由部族向王国的政权形式过渡，因为天王或佛王教化政治的形成，有助于地

区统一政治、文化认同的确立。而地区权力中心的确立反过来又推动印度文化圈的进一步

扩展。

中古时期在东南亚先后兴起的扶南、真腊、室利佛逝、缅甸蒲甘王朝等地区权力中心，

都是通过引进印度式的天王或佛王政治教化传统建立起来的，有的王国甚至直接由来自印

度的移民创建。根据近代以来东南亚各地的考古发掘材料，早在公元三世纪，以佛教、婆

罗门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就遍及东南亚各地。这说明这一时期，东南亚已全面接受印度文

化，融入印度文化圈。从文字记载看，约自公元前后兴起于湄公河下游的扶南国，在公元

五世纪曾由出身于婆罗门种姓的印度移民接管。《梁书·诸夷传》记载扶南立国因由说：

「后王侨陈如，本天竺婆罗门也。有神语曰：『应王扶南』。侨陈如心悦，南至盘盘，扶

南人闻之，举国欣戴，迎而立焉。复改制度，用天竺法」9。这里提到出身于婆罗门种姓的

侨陈如，此人姓阇耶跋摩，由印度移民至盘盘国，并被拥戴为扶南国王。他在该国移植印

度政制，正式启动了扶南国的印度化进程。据中国史籍记载，此事发生于公元五世纪中期

其时正当刘宋末年。其后，经过历代阇耶跋摩氏扶南国王的艰难经营，扶南国逐步强盛起

来，成为中古时期东南亚地区的一大权力中心，而这一地区的印度化也在扶南国的直接推

动下，不断向周围辐射。不过，扶南最初的印度化，主要接受的应当是印度的婆罗门教。

齐永明二年，那伽仙至南朝萧齐都城，就提到：

言其国俗事摩酰首罗天神，常降于摩耽山，土气恒暖，草木不落。其上书曰：吉祥

利世间，感摄于群生，所以其然者，天感化缘明。仙山名摩耽，吉树敷嘉荣。摩酰

首罗天，依此降灵尊，国王悉蒙佑，人民皆安宁。10

这里提的摩酰首罗天即婆罗门教信奉的主神梵天。而之所以尊奉摩耽山，以之为沟通神、

人，获得神佑的圣山，可以看出也是采用印度文化的天王教化政制。这与上文提到的遵用

天竺法是一致的。此外在此需要指出，中古时期由印度进入东南亚的移民绝非仅限于侨陈

如这一个案。据《太平御览》引竺芝的《扶南记》，扶南的附庸国顿逊国也有不少来自印

度的移民：「顿逊国属扶南，国王名昆仑，国有天竺胡五百家，两佛图，天竺婆罗门千余

8 請參考古正美：《從天王傳統到佛王傳統》〔臺北：臺灣商周出版社，2003〕一書。
9 《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五十四，〈諸夷傳〉。
10 《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五十八，〈東南夷傳〉。



人。顿逊敬奉其国，嫁女与之，故多不去」11。由此可见，在中古时代东南亚的印度化过

程中，来自印度的移民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至于移民的形式，依据目前材料多数应该属

于自发性质，因商贸活动而留住者居多。

印度文化还经由扶南国的中介输至中国的南朝。据《南齐书 ·东南夷》，萧齐永明二年

（公元 484），阇耶跋摩曾派遣天竺道人那伽仙奉表，并贡献牙、塔、像。可能是因为看

到南朝佛教流行，因此进入梁代，扶南王就改派僧人充当国使，进行文化交流。著名的扶

南僧人僧伽提婆、曼陀罗都曾入梁，受到梁武帝的尊奉。其中梁天监二年（公元 502），

曼陀罗受阇耶跋摩委派，携带佛经梵本、佛像、珊瑚等来献。武帝下令创设扶南馆，令僧

伽提婆、曼陀罗一同译出《文殊师利般若波罗密经》、《法界体性无分别经》、《宝云

经》。12僧伽提婆还单独应梁武帝所请，译出《孔雀王陀罗尼经》、《舍利弗陀罗尼经》，

由这两部带有密教性质的经典看，扶南由于同时信奉印度婆罗门教与佛教，极为适合两教

交融之密教生存。总之，中古时代印度文化经由业已实现印度化的扶南，经南路向中国南

朝辐射。

    扶南之后，东南亚的地区权力中心依次向真腊、堕罗钵底、室利弗逝、缅甸蒲甘王朝等

转移。尽管随着地区政治中心的转移，佛教与婆罗门教以及佛教各宗之间，递有兴衰。但

总体来看，东南亚的印度化过程在中古时代并未终结。直到公元十二世纪，伊斯兰教全面

渗入印度本土，东南亚的印度化才受到挑战。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在中古时期，虽然中国全面接受佛教，但在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层

面却并未像东南亚一样，全面改行天竺法。中国文化由于其具有的原创性及深厚底蕴，引

入佛教始终只是把它当做一种信仰形式，以弥补本土固有宗教形式在某些方面例如来世说

灵魂说等不足，佛教在中国既使在其鼎盛时期也从未取代本土两种主要教化形态儒家与道

教，更遑论在政制、礼制、国家祭祀制度等核心制度层面。因此在中古时期，尽管以佛教

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予以强烈冲击，但中国文化并未丧失其自身的认同，完全纳

入印度文化圈。而就此一时期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关系看，虽然如前文所述，中国通过东南

亚印度化国家的中介，部分地接受了佛教文化。但同时又在政治、军事方面，仍然维持对

东南亚诸国的优势地位。其中一个明证就是中古时代东南亚诸国向南中国输入佛教，大多

是采用朝贡的方式进行。而隋代更是于大业元年（公元 605年），派大将刘方率军攻入林

邑，掳获以昆仑文书写的佛经 564夹，1350部。这说明当时中国乃是高于东南亚诸国的

11 《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卷七八八。
12 慧皎撰，湯用彤校注、湯一玄整理：《高僧傳·譯經上·僧伽提婆》〔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37-
38。



权力中心。

二  南诏、大理——中、印文化交锋的舞台

    美国学者海伦·查平在对云南留存的众多各式观音像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对南诏、大理时

期的文化特征评论说：「云南是最为有趣的熔炉之一，印度、西藏、尼泊尔、缅甸、中国

和印度支那的各种特征都在这一炉中熔化混合」13。这一评论是很有见地的。不过在查平

文中提到的盛行于南诏、大理时期云南地区的六种文化因素中，实际上可以简化为印度与

中国两种文明力量，因为就观音像而论，无论是西藏、尼泊尔、缅甸，还是印度支那（查

平用这一词是指东南亚），都可最终溯及其发源地印度。因此，从世界文明传播的大视野

看，考察南诏、大理时期即中国正史的唐宋时期，中、印文化在云南地区的交锋及其最终

结局无疑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

    南诏、大理时期，云南地区的主体教化传统，乃是一种被称为滇密阿叱力教的密教教化

形态。因此，从这点看这一时期在中国西南兴起的南诏国、大理国，也和中古时期的东南

亚一样，归属于印度文化圈。此外从经济上说，在中古时代南诏与印度在经济方面通过缅

甸、吐蕃、东南亚等国的中介，各种经济联系相当紧密，双方有一直维持长期的或直接、

或间接的多种贸易形式之来往，同属同一经济圈。例如在云南，至元代世祖朝还采用印度

的贝币货币体系。据《元史·赛典赤传》记载，赛典赤在世祖至元十年(公元 1273)——至元

十六年(公元 1279)，担任云南行省平章时，适逢元廷改行钞法，于是就向朝廷上书保留云

南贝币：「云南民以币代钱，是时初行钞法，民不便之，赛典赤为闻于朝，许仍其俗」14 。

又元初李京在其所著的《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中，也说大理国时期云南「交易用贝子」。

而据元初的《混一方舆胜览·云南行省》的记载，南诏、大理时期云南已经形成较系统的贝

币使用体系。从《新唐书》等中国文献的记载看，云南采用贝币至少可以追溯至唐代。因

为《新唐书·南诏传》就记载说南诏：「以缯帛及贝市易。贝者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15。

又《政和证类本草》引《海药》也记载说：「贝子，云南极多，用为钱交易」。而从云南

考古发掘的实物看，这一地区使用贝币至少可以溯至西汉以前。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晋宁、

江川等西汉墓中，发掘到贝币 1200公斤，约 25000枚。据学者判断，这些贝币大都由印

13 海倫·查平著：〈雲南的觀音像〉，查理斯·巴克斯著，林超民譯：《南詔國與唐代的西南邊疆》〔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 301。
14 《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一二五。
15 《新唐書·西域上·天竺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二二二上。



度、缅甸传入。16又近年在大理崇圣寺塔刹基座内也清理出土海贝 10公斤。从同时发掘的

其它文物看，应属大理国时期。那么这种货币体系到底源于何地呢？考《马可波罗行纪》

该书明确记载云南的贝币源于印度。他说：「从前述之押赤城首途后，西向骑行十日，至

一大城，亦在哈剌章州中，其城即名哈剌章。居民是偶像教徒。……彼等亦用前述之海贝

然非本地所出，而来自印度」17。按以海贝为货币正是印度中古时代采用的币制体系。 18而

云南通用的贝币就主要源自孟加拉国湾，这说明云南在南诏、大理时期曾经与印度共处同

一货币体系。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由于与唐、宋王朝的紧密商贸关系，南诏也曾经仿唐兼

采以缯帛为交易中介。例如唐樊绰《蛮书·蛮夷风俗》就记载南诏：「凡交易缯帛、毡罽、

金、银、瑟瑟、牛、羊之属，以缯帛幂数计之，云某物色值若干幂」 19。这说明中古时代

南诏、大理夹在中国与印度两大经济圈中，扮演中转商的角色，因而其货币体系也在以印

度贝币体系为主基础上，兼采唐代币制。这与其选择文化体系归属上是一致的。不过，在

此我们必须特别强调指出，南诏、大理由于在历史上长期受到中国政治势力的影响，因此

在政治制度、信仰形态方面，也同样接纳不少中国文化的原素，如此便致使这一地区并不

像东南亚一样，呈现较为纯粹的印度文化样态，而是杂糅中、印两大文化，呈现一种混合

状态。既大量建有密教寺庙，同时又建孔庙、岳祠，统治者既以「摩诃罗嵯」一类印度大

王自居，同时又模仿中国帝王使用庙号、谥号，并采用建元制。在选举制方面，既大量任

用阿叱力僧为国师，在师僧中选拔官吏，同时又采用科举制形式进行选拔等等。这些都表

明中古时期的南诏、大理在文化、政治认同方面呈现一定摇摆性，这一地区夹在中国与印

度两大文化圈中间，对于自身的文化归属显现一定盲目性与摇摆性。总的来说，在文化方

面南诏时期印度化的倾向更为明显，而大理国时期则中国的因素逐步增强，并最终取代印

度文化。而在政治方面，无论是在南诏国时代，还是在大理时期，由于中国始终是东亚最

强势的权力中心，因此南诏、大理都对中国采取依附性的政治姿态。

1.阿叱力教与南诏政治教化传统

所谓阿叱力教，在云南志乘、碑铭中又称阿阇梨、阿左梨、阿佐梨、阿咤力、阿拶哩、

阿叱唎等，系梵文（Acarya）之音译，意为轨范师或密教教师。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

16 王大道：〈雲南出土錢幣綜述〉，《四川文物》1988.5。
17 馬可波羅著，馮承均譯：《馬可波羅行紀》〔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章一一八，〈重言哈剌章州〉，頁 290。
18 《新唐書·西域上·天竺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二二一上。其云：「（中天竺）以貝齒為貨，
有金剛、旃檀、郁金，與大秦、扶南、交趾相貿易」。
19 樊綽撰，向達校注：《蠻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八，〈蠻夷風俗〉，頁 214。



十三解释说：「阿遮利耶，梵语也，唐曰轨范，或曰受教师，旧曰阿阇黎，讹也」。云南

阿叱力教又称为滇密或白密，乃系密教众支系的一种，与流行于西藏的藏密，盛行于日本

的东密，以及唐代曾于中国流布的唐密、台密一样，都源于六世纪以后在印度成立的印密

不过，与其它各系密教相比，滇密阿叱力教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例如阿叱力教法师可以娶

妻生子，居家修行，这为其它各系密教所未见。职此之故，在南诏、大理时期出现不少世

传承阿叱力教的世家，且多系滇地望族。这种通过占据宗教权威以控制世俗权力的现象，

虽说在西藏密教中也有表现，但在南诏、大理由于阿叱力教法师可以成家立业，因而表现

尤为明显。

    不少研究云南阿叱力教的学者都注意到该教是南诏、大理时期王室和贵族阶层所信奉的

主要宗教形式，换句话说乃是统治阶级所采用的主要治国意识形态或教化传统。新加坡学

者古正美将这种密教政治教化传统，又称为观音佛王传统或天王传统。根据他的卓越研究

这种密教教化传统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帝王都以佛教神祗，如佛或菩萨的面貌统治世间

帝王以佛或菩萨的面貌治世的传统，乃出自密教的修行者与观想的神祗合而为一的修行

法」20。古正美认为这种密教化的天王或佛王教化传统，发源于公元六世纪南印度，乃是

密教金刚顶派在其瑜珈观想法基础上，成立的治世意识形态。公元七、八世纪之后，密教

金刚顶派的这种观音佛王教化传统在印度、东南亚以及中国广为流传，成为当时印度政治

宗教文化向各地辐射的主要形式。21云南阿叱力教毫无疑问也是其时这一席卷东方世界的

印度化浪潮的产物。不过在论及云南阿叱力教的起源时，古正美却显得有些保守，对南诏

建国者细奴逻与密教的关系，表示怀疑。

    其实根据《南诏图传》（成画于南诏王舜化贞统治时期，即公元 897—902，现藏于日

本京都有邻馆）、张胜温《梵像卷》（成画于大理国王段智兴统治时期，即公元 1172—

1200，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以及近年出土的大量密教碑铭、雕像、遗址，密教在云

南的传播完全应该追溯至细奴逻时代（公元 653—674）。而且南诏的阿叱力教系直接由

梵僧传自印度，其间没有经过东南亚或西藏的中介。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中古时代南诏作

为新崛起的地区权力中心之一，与东南亚关系更密切，乃是东南亚地区权力循环之链中的

一环，与此前兴起的扶南、真腊、室利佛逝、堕罗钵底，及以后兴起的缅甸蒲甘王朝一样

都先后轮流扮演了东南亚地区的政治权力中心之角色。

    唐代初期在中国西南地区兴起的南诏国，乃是其时东南亚一带的一等大国。其统治区域

20 古正美，前引書，〈南詔、大理的建國信仰〉，頁 428。
21 古正美，前引書，〈南詔、大理的建國信仰〉，頁 429。



并不仅限于今天我国的云南省。《新唐书·南诏传》记载其版图说：「（南诏）东距爂，东

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除中

国的云南，及四川、贵州的一部分外，南诏的统治区域在极盛时还伸入越南、缅甸、泰国

老挝的北部区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其时东南亚的一等大国。南诏王隆舜及大理国王段兴

智都拥有瞟信的称号，瞟信系缅甸语皇帝的意思，这说明南诏及大理曾充当缅甸的宗主国

就南诏与东南亚之间的关系看，南诏表现出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强势，据唐樊绰

《蛮书》记载，南诏曾于公元 832年（唐文宗太和六年）劫掠骠国，太和九年又攻破弥臣

国。22此后还出兵攻打昆仑国、女王国和真腊。23

南诏后期，世隆主执时还曾于咸通二年、三年，两度攻陷唐朝的安南都护府，其势力

伸入占婆的北部地区。据元张道宗《记古滇说集》记载，南诏的地区霸主地位当在第十王

劝丰佑时确立。其云：「第十王劝丰佑，唐大中十年，南诏劝丰佑建五花楼，以会西南夷

十六大国君长也。楼方广五里，高百尺，上可容万人」。我们今天已不能一一列出当时到

会的十六国君王，但从五花楼规模可以看出当时南诏的整体势力的确具备地区霸主之资格

24不过，从文化方面看，南诏的主体教化文化无疑是阿叱力教，与东南亚一样属于印度文

化圈。然而由于南诏的印度化进程较东南亚为晚，因此在文化方面南诏处于输入的地位。

    南诏在公元七至八世纪的迅速崛起，从政治文化方面看应与成功地引进密教观音佛王的

教化传统紧密相关。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云南，古代文献的记载并不一致。清释圆鼎将云南

佛教追溯至释迦弟子迦叶，认为迦叶尊者入云南鸡足山弘法，「滇南佛法自斯为始」 25。

此说当然系附会，这显然是将云南鸡足山与印度鸡足山相混，而云南鸡足山之名起源于明

以后，元以前多名为九曲山。多数观点则将云南佛教追溯至唐代。元李京《云南志略》认

为云南佛教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其云：「开元二年（公元 714），盛罗皮遣其相张建成

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相，云南始有佛宗」。此事亦见于元张道宗《记古滇说集》，

但又将其与成都大慈寺相联，其云：「（张建成）入觐，过成都，大慈寺初铸神铜以成。

寺僧戒曰：『击铜一声，施金一两』。时建成连叩八十声。僧惊曰：『汝何人，连叩如

此』？曰：『吾南使张建成也』。僧乃易其名曰化成。成曰：『佛法南矣』！遂学佛书，

22 樊綽撰，向達校注：《蠻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十。
23 《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二五〇。
24 倪輅《南詔野史》也記載大理國最後一位元國王段興智駕崩後，十六國仍遣使祭吊：「時段雖失國，十
六國皆遣使祭吊」。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四卷，頁
788。又大理國時期成畫的《張勝溫梵像卷》卷末也有〈十六大國王眾〉，說者都認為系指印度十六國，
不確。
25 釋圓鼎：《滇釋紀》卷一。



归授乡人」。不少学者都注意到张建成朝唐在玄宗开元年间（公元 712—公元 741），而

成都大慈寺建于肃宗至德二年，即公元 757年。因此张道宗的这一记载并不准确。又撰于

明景泰四年的《筇竹寺无相禅师塔铭》也赞同唐代说，其云：「佛法自汉明时入中国以来

云南远在荒服之外，未闻有奉其教者，至唐，其教渐盛。南夷俗奉佛者尤众，而其戒行与

禅宗大相远矣」。近年来在云南西部出土不少明代的阿叱力教碑刻，也提及密教在南诏的

起传，都不约而同将其溯及南诏的开创者细奴逻。例如大理喜洲弘圭山出土的明碑〈老人

赵公寿藏铭〉说：「稽《郡志》：唐贞观时，大士自干竺来建大理，以释氏显密之教，化

人为善。摩顶授记蒙氏细奴罗，号为奇王，主宰斯土。选有德行者为阿咤力灌顶僧，祈晴

雨旸」。这里交待观音大士于唐贞观时至云南教化，并为细奴罗授记的说法，乃是源自云

南地方史乘。又明代洪仁撰于景泰二年的〈故考大阿拶哩段公墓志铭〉，更将密僧观音入

滇之年定在贞观已丑年，即公元 629年「唐贞观已丑年，观音大士自干竺来，率领段道超、

杨法律等二十五姓之僧伦，开化此方，流传密印，译咒翻经。上以阴翊王度，下以福佑人

民。迨至南诏蒙氏奇王之朝，大兴密教，封赠法号，开建五密坛场，为君之师」。这里叙

述的事实有三件：其一点出来自天竺的密教僧人为观音，其二观音并非只身前来，而是率

领一个密教教团。其三观音为奇王细奴罗授记，辅助其建立南诏。类似说法在云南明代阿

叱力其它碑刻中，还可看到，兹不一一列举。其实有关观音为蒙氏细奴罗授记的说法，从

现存资料看最早见于南诏后期成书的《南诏图传 ·文字卷》。此书依据《巍山起因》、《铁

柱记》、《西洱河记》等一类南诏史籍，在第二化、第三化、第七化等，都记载了观音到

巍山为奇王细奴罗授记之事：「鸟飞三月之限，树叶如针之峰，奕叶相承，为汝臣属」。

此外，元张道宗《纪古滇集说》也记载了这件事：「有梵僧续前缘，自天竺国来乞食于家

于农乐同室人细密觉者，勤供于家。而饷夫耕，前则前僧先在耕所坐，向问其言，僧曰：

『汝夫妇虽主哀乐，勤耕稼穑，后以王兹土者无穷也』。语毕，腾空而去。乃知是观音大

士也」。因为这件事直接关涉蒙氏政权的创立，所以是南诏历史中的一件大事。从现存南

诏史料看，自《南诏图传》、《纪古滇集说》等云南地方史乘，至云南碑刻墓铭及密教遗

迹，26各种史料关于此事的记载都具有一致性，因此我们不能轻易否定。又立于武则天圣

历二年（公元 698）的南诏〈王仁求碑〉，其碑额有一龛佛像，刻有多宝佛与释迦佛。这

说明其时南诏已有佛教流传。再者唐初中原文献中也有提及南诏佛教者，例如活跃于唐高

宗时期的高僧道宣，就曾在《道宣律师感通录》中，提到在西洱河地区鹫头山寺有多宝佛

26 《蒙化志稿》記載：天摩耶寺，位於龍於圖山之巔，細奴羅建，有浮圖塔。關於此寺存在真實性，一直
難以確定。1990年，當地居民因為在山上開採石料，發現大量精美的密教石刻造像，屬於南詔早期。因
此可以確定這是南詔早期的一處密教寺廟遺址，與上述文獻的記載相符。



像。27最后在彝文史料《作洛举》中，也记述了初唐时期西洱河地区佛法盛行。然而，现

代学者由于多把观音当作一位神格，因此自然把观音为奇王授记一事当作神话处理，殊不

知这位来自天竺的梵僧实际上是一位把观音当作本尊来修习的密教僧。众所周知，南诏、

大理民众在取名时，多在名字中夹带自己修习的本尊。这可能就源于印度密教文化。因此

我们说云南各种史籍、碑刻所记载的观音弘教之事，可以表述为如下史实：唐贞观时期，

一位以修习观音为本尊的密教僧人，率领一个密教教团进入云南弘化，并为奇王细奴罗授

记，帮助他建立南诏国。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观音入滇还具有移民性质，因为他是带领一个密教教团来到云南

的。对此上引洪仁碑就提到观音从印度率领段道超、杨法律等二十五姓之僧伦，此外万历

《云南通志》也记载说：

杨法律、董奖疋、蒙阁陂、李畔富、段道超等五人，并能役使鬼神，召致风雨，降

龙制水，救灾禳疫，与张子辰、罗逻倚皆西天竺人，先后为南诏蒙氏礼敬，教其国

人，号曰七师。28

又撰于明永乐时期的〈张公圹志〉也把云南张姓的祖先，推定为印度人，其云：「张氏之

先，肇自观音建国十二请兵，由西天来助，就居此邦，分为各姓」 29。许多学者也不愿意

相信南诏政权有印度密教移民参与，以为这同样系附会之辞。然而，近年在大理喜洲出土

的明代云南阿叱力世袭大姓如李、段、杨、董、赵等九十篇碑铭中，其中就有十二篇自称

其祖先源自天竺摩揭陀国婆罗门。例如撰于明永乐十八年的〈大阿拶哩杨嵩墓志铭〉说：

「其先有杨珠、杨珠觉二师，本天竺国婆罗门之种姓也。观音定国之初，先建叶榆二城，

请二师从西天来」30。又撰于弘治八年的〈大密杨霖碑〉亦云：「按《释史》，密教源派，

始自西干中印土毘□□□，肇观音大士，开化东震，率密先祖法律等七师，于国代不乏

贤」。又如撰于明成化七年的〈故大密李公墓铭〉也说：「李氏鉅门，乃观音菩萨从西干

带来摩伽陀来到大理，建立西苍、东洱上下两关」31。石钟健先生据此论述说：

可知这些来到洱海地区的婆罗门僧人，按其教律所允许，多与当地贵族名家通婚，

后来就在当地落户，有的族姓得到繁衍昌盛。更因密教法师的法嗣衣钵，多直接传

27 《道宣律師感通錄》：「益州成都多寶佛者，何代何像，從地湧出？答：蜀都元基青城山上，今之成都，
大海之地。昔迦葉佛時，有人於西洱河造之，擬多寶佛全身像也，在西洱河鷲頭山寺。……多寶佛舊在鷲
山寺，古基尚在，仍有一塔，常有光明。……其地西去嶲州兩千餘也，問去天竺非遠，往往有至彼者云
云」。這一記載雖有某些神話因素，但關於西洱河鷲頭山寺及多寶佛的記載應有根據。
28 萬曆《雲南通志》（收入梁公卿總主編：《中國西南文獻叢書》〔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第
一輯，第二十一卷），卷十三，〈寺觀〉。
29 楊世鈺主編：《大理叢書·金石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第 10冊，頁 31中。
30 石鐘健：《大理喜洲訪碑記》〔昆明：雲南省立龍淵中學中國邊彊問題研究會油印本，1944〕。
31 楊世鈺，前引書，第 10冊，頁 59下。



其子孙，所以他们的后裔，也多世为密教法师。32

我们知道云南阿叱力教都是世代相承，外人很难插入。因此石钟健先生的上述解释无疑是

很有见地的。我认为印度婆罗门僧在南诏时期大举移民之举，应该与上文所述中古时期东

南亚地区的印度化浪潮有关。这或许是印度密僧企图移植一个婆罗门祭师阶层于云南社会

另外从大理凤仪北汤天阿叱力世家〈董氏家谱〉看，他们对世系记载相当严密、完整。因

此，若说上述对始祖的追溯都是虚构，实在很勉强。至于有些学者提到上述阿叱力七姓早

见于蒙诏之前，乃系云南土著古姓，这一判断证之于唐代梁建方《西洱河风土记》（撰于

公元 648）的描述应当无可怀疑。该书在当时就提到西洱河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

为名家，互相不役属。可见后来成为阿叱力世家的杨、李、赵、董等家族，在细奴罗创建

蒙舍诏之际就早已存在。而且似乎更愿意攀附中原汉民族：「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

邑，弓矢矛铤。言语虽小讹舛，大略与中夏同，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自夜郎、滇池以

西，皆云庄峤之余种也」33。这说明中原文化在南诏建国以前就对云南产生重大影响。但

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推定，因为这完全可以解释为印度密教僧侣进入云南后，为了联姻方便

采用汉姓所致。我们之所以肯定云南史料有关印度密教移民在南诏初期进入云南，还有一

个理由，此即在中古时期同为印度文化圈的东南亚也曾发生类似现象。这在我们前引六朝

史籍所记扶南国、盘盘国中，已说得很清楚。此外，尼泊尔、缅甸这些同属印度文化圈的

国家，也都留有印度移民的印迹。

正是因为蒙舍诏的细奴罗较早接受密教，并与印度密教移民实行联合，才使他掌握一

套在当时较为先进的立国体制，亦即政教合一制，或者如古正美教授专注于教化传统，称

之为观音佛王制。这就使蒙舍诏相比其它各诏具有政治制度、教化形态的优势，这就为细

奴罗的迅速崛起奠定基础。我们看到在《南诏图传》中，张乐进求——这位前任部族盟主

正是因为铁柱神鸟飞上细奴罗之肩，这一类似神启的事件而归顺他。这在今天人看来似乎

有些可笑，但在头脑时刻被神灵围绕的古人，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此外，由印度婆罗门移

民执掌扶南国之后，也同样在东南亚迅速建立地区霸权一事看，印度的政教合一的政治文

化在当时是很有效的。

公元 738年蒙舍诏首领皮罗阁统一西南地区的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

浪诏、蒙舍诏等六诏政权，正式创立南诏国(公元 738—902)。南诏政权共经历十三主，持

32 石鐘健：〈大理明代墓碑的歷史價值〉，《中南民族學院院報》1993.2：99-107。
33 方國瑜主編，前引書，第 2卷，頁 216-221。又明胡蔚本《南詔野史》上卷〈南詔歷代〉述南詔十姓，
則認為均出於土著九隆氏：「九隆氏，哀牢山下有婦名波息生十女，九隆兄弟娶之，立為十姓，董、洪、
段、施、何、王、張、楊、李、趙，皆刻畫其身，象龍文於衣，子孫繁衍，居九龍山溪穀間，分九十九部，
而南詔出焉」。



续时间如果从蒙舍诏第一代首领细奴罗算起，历时共二百五十四年。南诏之所能在唐初从

六诏中脱颖而出，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乃是因为自第一代首领细奴罗

时，较早接受印度密教作为治国意识形态。印度密教与南诏固有的原始信仰例如土主信仰

等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滇密阿叱力教。滇密阿叱力教的创立一方面对于统一其时西南

地区杂乱多端的部族信仰形式，形成统一精神认同具有至关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滇密阿叱

力教作为一种密教政治教化传统，不但是一种精神信仰体系，而且还承载着一套独具特色

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是一套政教合一的观念体系及制度体系。在这套教化传统中，最独具

特色的一项政治制度就是国师制。

2.阿叱力高僧与南诏政权的国师制

据史籍记载，南诏各主都一无例外任命阿叱力高僧为护国国师，这些国师僧有些是直

接来自印度，有些则是印度密教僧人与土著大姓联姻所生的后代，还有一些则为本土密教

僧人。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南诏乃是乌蛮、白蛮等土著民族，与印度密教僧侣

共同创立的政权。南诏的国师制应始于细奴罗时代，以后历任南诏王都继承这一制度，差

不多都册封阿叱力高僧为国师。据《白古通纪浅述·蒙氏世家谱》记载，南诏第一主细奴罗

以张乐进求为国老，无言和尚为国师。第三主晟罗皮以张俭成为国老，以杨法律为国师。

第四主皮罗阁以段道昭为师，张子和为傅。第五主阁罗凤以大苴巅为国老，买嵯罗贤者为

国师。第六主凤伽异以十二精兵为国都师，尹酋罗扇为三国师。第九主券龙成以金缙段宗

牓为国老，张与真、李贤者为国师。第十一主劝丰佑以赵文奇为国老，赞陀崛多为国师。

第十二主世隆以赵乐铎为国老，宗保师为国师。第十三主隆舜以杨良佐为国老，赵波罗为

国师。34南诏的阿叱力教国师不但为国王提供宗教咨询及仪式服务，例如为国王登基举行

灌顶仪式，为王国消灾祈福举办祈禳礼仪等等，而且还直接参与国家政治决策，例如云南

剑川县石钟山石窟第二窟「阁罗凤议政图」，王弟阿叱力高僧阁陂和尚就位于国王的右边

更有甚者阿叱力高僧还直接从军，以法术助阵。据史籍记载，南诏之所以能在与强大的唐

朝、吐蕃交战中取胜，就与阿叱力高僧的法术助战密切相关。例如《滇释纪》载阁毗和尚

事迹说：「阖毗和尚，南诏神武王之弟也，多有神异。师常率人马十八骑，往回数千里，

不过朝夕。时唐军伐滇，师皆破之」35。又南诏景庄帝世隆主政时，国师宗保也参与南诏

与唐朝的战争：

34 尤中：〈僰古通紀淺述校注〉，《尤中文集》〔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9〕，第 4卷，頁 278—
316。
35 《滇釋紀》卷一。



宗保能呼致风雨，善用兵机，驱役鬼神，神异莫测。……时南诏景庄延礼以为师，

后南诏侵成都，军众乏粮，师即咒水为酒，咒沙为米，以致数十万人皆得醉饱。…

…后唐师伐滇，三至三阻者，宗之力也。36

这些记载虽然染有很强的神话色彩，但据中原文献樊绰《蛮书》记载，南诏军队中确有梵

僧助阵：「咸通四年正月六日寅时，有一胡僧，裸形，手持一杖，束白绢，进退为步，在

安南罗城南面。本使蔡袭当时以弓飞箭当胸，中此设法胡僧。众蛮扶舁归营幕。城内将士

无不鼓噪」37。按此事为《蛮书》作者樊绰所亲眼目睹，因此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

    在南诏阿叱力高僧中，除为细奴罗授记的观音及南诏七师外，活跃于南诏中后期的赞陀

崛多、李成眉贤者、禅陀子、菩立陀诃等密宗高僧也在南诏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值得注

意的是，他们也像前期高僧一样都是来自印度。这表明在南诏时期，中国西南自始至终一

直存在一条与印度直接联系的通道。其实，自古以来印度与云南之间就有两条通道，一条

是从印度恒河流域经过阿萨蛮、上缅甸、野人山，再到滇西地区；另一条则从恒河流域航

海至下缅甸，再由其境内的伊落瓦底江，进入云南的永昌郡。唐代通过这两条通道，印度

与南诏之间保持着频繁联系。樊绰《蛮书》记载：「小婆罗门国与骠国及弥臣国接界，在

永昌北七十四日程。俗不食牛肉。……蛮夷善之，信通其国」38 。「（大秦婆罗门国）东

去蛮阳苴咩城四十程。蛮王善之，衔来其国」39。由阿叱力教特别盛行于滇西地区看，当

年印度高僧正是通过这两条通道入滇。考虑到其时缅甸与其邻国斯里兰卡都处于印度文化

圈较中心地带，又与南诏的关系很密切，因此印度密教高僧主要应当系借道缅甸进入。这

里我们还必须强调一点，云南与印度宗教文化的交往早在唐以前就开始，1990年大理发

现一些刻有东汉熹平年字样的砖石墓，出三吹箫俑七件，其中头戴尖顶帽，窄长脸，深目

高鼻，结跏趺座。40这说明早在东汉时期，云南地区就受到印度宗教文化的影响。关于赞

陀崛多，云南史乘多有记载，张胜温《梵像卷》第五十六图也有赞陀崛多像，其手结质多

罗童子之印，跏趺而坐，座前桌上放置一钵、一金刚杵，座前后有二名童子和一犬。他于

蒙氏保和十六年（公元 839）由中印度来到南诏，时正为南诏王劝丰佑主政。万历《云南

通志》云：「赞陀崛哆神僧，蒙氏保和十六年，自西域摩伽陀国来，僧悯郡地大半为湖，

即下山以锡杖穿象眠山麓石穴十余空，泄之，湖水遂消，民始获耕种之利，后莫知其

36 《滇釋紀》卷一。
37 樊綽，前引書，卷十，頁 238。
38 樊綽，前引書，卷十，頁 242。
39 樊綽，前引書，卷十，頁 242。
40 李朝真：〈雲南大理出土的胡俑及相關問題之探討〉，《東南文化》1991.6：52-55。



终」41。据《僰古通纪浅述·蒙氏世家》记载，赞陀崛多后被劝丰佑尊为国师，并将王妹越

英嫁给他。他开辟了滇西腾越州以宝峰山、长洞山为中心的滇密弘法中心，为南诏阿叱力

教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以至后人将他奉为阿叱力教祖师。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说：

「摩伽陀，天竺人，蒙氏时卓锡于腾冲长洞山，阐瑜珈教，演秘密法，祈祷必应，至今云

南土僧名阿咤力者皆服其教」。

李成眉贤者、禅陀子，两人一同来自中印度，李成眉贤者为南诏王劝丰佑尊为国师。

《滇释纪》述其事迹云：

圣师李成眉贤者，中天竺人也，受般若多罗之后，长庆间，游化至大理，大弘祖道。

时南诏昭成王礼为师，乃建崇圣寺。寺基方一里，塔高三百尺，时王嵯巅为钦督官，

塔寺殿庑成，王问曰：「殿中三像，以何为尊」？众未及对，贤看厉声曰：「中尊

是我」。王怒其不逊，流之南甸，未几坐化。甸人瘗之，冢时有光，后生灵芝一朵，

大如伞盖。有盗者窃其骨，乃金锁骨也。遂货之，商人购造佛像，其光如故。王闻

而异之，赎取其骨，即奉崇圣寺，以作中尊脏腹。42

这里将崇圣寺创建的时代定在南诏第七主劝丰佑在位时期，即公元 823年至 859年。然而

据元张道宗《纪古滇说集》记载崇圣寺创建于唐玄宗开元元年，即公元 760年。其云：

「先是，唐遣大匠恭韬、徽义至蒙国，于开元元年癸丑岁造三塔于点苍山下，建崇圣寺于

塔之上，倚山临水，无不精丽，塔高三百余尺，崇高十六级」。其时乃南诏第三主罗盛统

治时期。这或许是因为劝丰佑对崇圣寺的建造带有重建性质。至于李成眉贤者与赞陀崛多

同为劝丰佑国师，可能是因为李成眉贤者遭贬黜之后，劝丰佑才又从印度礼请赞陀崛多为

新任国师。李成眉贤者为南诏阿叱力教发展所做的贡献，在于他为南诏主持兴建著名的崇

圣寺。这座密教寺庙是南诏国沟通天人的神圣空间，具有护国、护王的政治功能。它的创

建，据《滇释纪》卷一「禅陀子」条记载，乃是以印度祗园精舍为模本建成的。在崇圣寺

的创建过程中，禅陀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时贤者建崇圣寺，命诣西天画祗园精舍图，师朝去暮回，以图呈贤者。贤者曰：

「还将得灵鹫山图来么」？师曰：「将得来」。贤者曰：「在甚么处」？师乃绕贤

者一匝而出。寺成，欲造大士像，未就。师于城野遍募铜斤，随获随见沟井，便投

其中。后忽夜骤雨，旦起视之，遍寺皆流铜屑，遂用鼓铸立像，高二十四尺，像成，

余铜铸小像一千尊，像如吴道子所画，细腰跣足。43

41 萬曆《雲南通志》卷十三。
42 《滇釋紀》卷一。
43 《滇釋紀》卷一。



这座寺庙在南诏国时期一直受到王室的护持，南诏十二主景庄帝世隆还为崇圣寺建造著名

的铜钟。44

最后是菩立陀诃，《南诏图传》第七化提到他于劝丰佑保和二年（公元 825）将密教

阿嵯耶观音引入南诏：「保和二年乙已岁，有西域和尚菩立陀诃来至我京都云：『吾西域

莲花尊阿嵯耶观音从蕃国中行化至汝大封民国，如今安在』？语讫，经于七日，终于上元

莲宇。我大封民国始知阿嵯耶观音来至此也」。众所周知，阿嵯耶观音既是滇密阿叱力教

尊奉的主神之一，同时又是南诏国的保护神。它在阿叱力教尊奉的众神殿中，享有崇高的

地位。南诏王隆舜甚至自号「摩诃罗嵯耶」，并将年号也改为「嵯耶」。这表明他修习的

本尊可能就是阿嵯耶观音，他自视为与阿嵯耶观音同体。南诏、大理各种文献、实物史料

都与阿嵯耶观音有涉，文献资料例如《南诏图传》、张胜温《梵像卷》等较早文献都提到

阿嵯耶观音。实物材料如剑川石窟第十窟、第十三窟，也有阿嵯耶观音。此外，1978年

我国考古专家在大理崇圣寺千寻塔也发现属于大理国时代五十尊阿嵯耶观音。不过由《僰

古通纪浅述》看，阿嵯耶观音早在阁罗凤时代就传入南诏。对此，《僰古通纪浅述》记述

说：

（赞普钟）二年癸巳（公元 753），……唐使张阿蛮领青龙、白虎二兽及兵万众，

吸洱河水涸干，无计可遏。忽有一老人告主曰：「国将危矣！何不急救」？主曰：

「此一大怪事，非人力所能，奈何」！老人曰：「君无忧焉，我有法术可殄」。翁

乃画一观音，有十一面，座下画一龙虎，敬于法真寺内」45。

又《南诏图传》第六化也提到阿嵯耶观音，不过又将其记为南诏初期的细奴罗时代。

根据南诏、大理留存下来的有关阿叱力教史料，验之于近年在大理各处发现的阿叱力

家族碑铭、族谱，我们可以推定南诏、大理国存在一个类似于印度社会婆罗门种姓的祭祀

阶层。这个阶层负责王国及民间的各种祭祀礼仪，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

中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更值得注意的是，阿叱力教僧侣可以娶妻生子，其宗教职业是世

代传承的。从大理弘圭山发现的明代杨姓、赵氏、董姓、张姓等阿叱力世家墓铭看，这些

阿叱力世家到明代中期，依然薪火相传，传承不断。南诏、大理阿叱力世家显示的这些特

征，极为类似印度社会的婆罗门祭祀阶层。据李浩《三迤随笔》记载，在阁罗凤时期就下

谕：「谕为皇室王子，七岁入寺皈依。大臣子弟亦如是，学六载，还俗务政，完婚配」 46。

44 《僰古通紀淺述·蒙氏世家譜》云：「（世隆）又建崇聖寺銅鐘，鐘分上下兩層，每層六面，每面皆鑄各
波羅密及天王像」。雲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45 尤中：前引書，頁 289。
46 〈三迤隨筆·蒙段諸異僧〉，大理州文聯編，《大理古佚書鈔》〔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頁
130。



这显然与古代印度婆罗门教将婆罗门一生分为四行期即梵行期、居家期、林栖期、遁世期

密切相关。阁罗凤谕文令皇室、贵族子弟七岁入寺学习，实际上就相当于婆罗门教的梵行

期，而六载之后婚配成家，则相当于居家期。又前引元李京《云南志略》也提到的云南僧

侣中的「得道者」则相当于林栖期与遁世期。这再次证明南诏、大理的世袭阿叱力阶层就

是仿效印度婆罗门教创建的祭祀阶层。至于正式创建的具体年代，由撰于明代〈大师陈氏

寿藏铭〉记载，应始于南诏王异牟寻统治时期。其文云：「大唐己丑（公元 749）大摩伽

陀始从中印度至苍洱之间，传此五□秘密，名为教外别传，即蒙氏第七世异蒙习（按：即

异牟寻）之代也。以立在家之僧，钦崇密教」47。这是将阿叱力僧侣阶层的形成定在异牟

寻时代，认为与中印度密教僧摩伽陀有关。其实这一追记的时间依据我们上文对密教在南

诏的初始传播之考据，显得有些晚，可能是在异牟寻时代才完善起来。总之结合我们上文

对来自印度的南诏国密教高僧的考述，我认为云南阿叱力世家的形成应与印度密教僧侣有

关，乃是印度密教僧侣与土著大姓联姻的结果。至于这些印度密教僧侣到底是属于佛教，

还是婆罗门教，抑或是二教混融的一个新教派，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值得注意的是，云

南的阿叱力与印度婆罗门种姓相比，有许多相同之处。例如都是世袭，由王族和望族组成

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相结合，社会地位很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居重要地位，垄断宗教

及文化知识，尤其是神秘礼仪知识，为国家提供各种仪式服务等等。在这些方面二者都极

类似，而与佛教僧侣差距较大。此外，我们在元明以后的云南史料中还发现一种带有浓厚

印度化色彩的地方历史建构。依据这种历史建构，云南就成了妙香国，云南的土著居民也

成了阿育王的后代。云南的这种印度化式的地方历史建构最典型的版本，可以在《白古

记》中看到。明杨慎在撰于嘉靖二十九年的《南诏野史》中引《白古记》说：

西天天竺摩竭国阿育王骠苴低，娶欠蒙亏为妻，生低蒙苴，苴生九子，长子蒙苴附

罗，十六国之祖；次子蒙苴廉，吐蕃之祖；三子蒙苴诺，汉人之祖；四子蒙苴酬，

东蛮之祖；五子蒙苴笃，生十二子，七圣五贤，蒙氏之祖；六子蒙苴讬，狮子国之

祖；七子蒙苴林，交趾国之祖；八子蒙苴颂，白子国仁果之祖；九子蒙苴閦，白夷

之祖。48

这显然是以印度摩竭国阿育王为祖源，将其时诸国例如中国、吐蕃、南诏、狮子国、交趾

国、白子国、十六国等，都溯至一个共同源头即印度摩竭国。从《白古记》开列的诸国国

名看，这份历史谱系绝非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出于明初，而应追溯至南诏国时期。这份历

47 楊世鈺，前引書，第 10冊，頁 69上。
48 《南詔野史》卷上，〈南詔歷代〉。



史系谱当然反映的不是真实历史，毫无疑问是人为建构的产物。但它也绝非空穴来风，其

背后反映一件历史事实，此即其时东南亚、南诏、吐蕃，甚至中国，都处于印度化浪溯的

笼罩之下。从古正美教授对中古时代遍及南亚、东南亚、东亚、中亚的佛王、天主教化传

统的卓越研究看，其时亚州大陆都普遍盛行以源于印度的密教作为主体治国意识形态，一

时之间亚洲各地颇有全盘印度化之势。正是居于中古时代以密教为表征的印度文化的这种

强势冲击，《白古记》作者依据南诏以来的成说构造出诸国同源于天竺的历史谱系。此外

南诏、大理印度化的表现还见于国王采用梵语的称呼，例如南诏王隆舜（公元 878—897

在位）、大理国王段兴智（公元 1252—1254在位）都自称「摩诃罗嵯」，即梵文大王的

意思。方国瑜先生跋〈大崇圣寺碑铭并序〉引诸家说云：

波斯《拉施丁史记汇编》曰：大理国，其王称曰马哈剌（Mahara），犹言大王也。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曰：马哈剌，昔印度语（Naharajah）之译音也，印

度语（Maharajah），此曰大王。冯承钧《元代白话碑》曰：摩诃罗阇，印度南海

诸王之尊号，汉译无定字。检寻史籍，得异译三十有三。是南海诸国以摩诃罗嵯为

王号，则大理国亦用印度语为号也。49

又据《新唐书·南诏传》、《资治通鉴》等中国史籍，南诏又被称为「鹤拓」50。方国瑜先

生经过考证，认为「鹤拓」就是「干陀」（Gandahar）即干陀罗的异写。其意为异香遍布

之国，这或许是南诏、大理史籍自称妙香国之缘由。 51这些都说明南诏、大理对印度文化

的主动认同。52

《白古记》构造的这份历史谱系亦见于元张道宗所撰《纪古滇说集》、清高奣映《鸡

足山志》及清寂裕《白国因由》等诸书。不过各书的说法都存在不少差异。《纪古滇说

集》主要集中于论述南诏与阿育王的关联。但此书又认为南诏从种族方面看，至少有印度

系（例如阿育王诸子及舅氏）、中国系（庄蹻及将士）及云南土著系（蒙氏、张氏）等不

同种系。在谈到印度移民进入云南时，《纪古滇说集》说天竺摩耶提国阿育王有三子，长

子名福邦，次名弘德，最幼名至德，因追马至滇：

三子各领部众相与追逐，其季子至德先至滇之东山，而获其神骥，就名其东山以为

49 李春龍、王鈺點校，李春龍審訂：《新纂雲南通志（五）》〔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7〕，卷九
三，《金石考十三》，頁 262 頁。
50 《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6〕乾符四年條「法(按指隆舜)立，國號鶴拓」。
51 方國瑜：《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上〔薹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頁 435。
52 據伯希和在《交廣印度兩道考·雲南之梵名》一書的考證，仿照印度地名以梵文對本國地名重新命名，在
東南半島也很普遍。其云：「按越南半島印度化之民族，鹹有在其地建設一新印度之習慣，曾將印度地名
移植於其國內。有時將本地之名梵化，有時竟以印度之名名之」。參見伯希和著，馮承鈞譯：《交廣印度
兩道考·雲南之梵名》〔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197。



金马山。长子福邦续至滇池之西山，闻季子以获其马，停憩于西山之麓，忽有碧凤

呈祥，后误目山曰碧鸡。次子弘德后至滇之北野，各主之不回。王忧思，滇类众，

恐未获归，乃遣舅氏神明统兵以应援。将归，不期哀牢夷君主阻兵塞道而不复返矣。

因此据此说云南最早的印度移民就是阿育王三子及其舅氏神明。张道宗的这一说法是否符

合史实，我们暂且不论，重要的是南诏统治者似乎认同自己印度的根源。如南诏第三主盛

罗皮，即《纪古滇说集》的威成王诚乐立，在即位第九年，就对上述阿育王三子及舅氏进

行追封：

王九年，追封阿育王三子一舅，皆谥以帝号，而神主各山，以庙祀之；长子福邦为

碧鸡山主，庙山之下，谥曰伏义山河淸邦景帝，次为灵伏雠夷滇河圣帝，三为金马

名山至德景帝，庙于金马山麓；谥舅氏神明乃曰大圣外祖神明天子，庙亦碧鸡山主

庙之左。53

这种追封的举动显然是意在接续天竺世系。其后第十二代主隆舜：「即位之初，改国号大

封民国，建元贞明。三年，幸善阐城，仍为东京，祭阿育王子金马、碧鸡二山景帝及祀神

明天子各庙」54。依此来看，南诏诸王似乎把阿育王诸子庙及神明天子庙作为祖先庙祭祀。

我们发现南诏第三主盛罗皮和十二代主隆舜，都是狂热的阿叱力教信奉者，或许他们攀缘

印度阿育王世系是因为受到阿叱力僧侣的鼓动，因为毕竟如我们前面的研究所示，南诏的

阿叱力世袭家族的确具有印度密教僧侣血统。

寺庙是南诏、大理阿叱力教施行教化的重要场所，重要的法事、仪式都在这里举行。

它既是密教沟通天人的神圣空间，又是其统治者获得神灵护佑的政治象征。因此历任南诏

王都重视创建阿叱力教寺庙。除前文所述带有护国寺宇性质的国家寺庙崇圣寺外，在第三

主罗盛时代，还为密教护法神摩诃迦罗专门建有土主庙：

厥后威成王诚乐立，乃第三世也。始塑大灵土主天神圣像，曰摩诃迦罗，筑滇之城，

以龟其形，江萦之蛇，其相取义「易」之旣济，王慕清净法身，以摩诃迦罗神像立

庙以镇城工，五年龟城完也。55

这座摩诃迦罗土主庙明显带有护城的功能。又第六主孝恒王异牟寻（公元 787—808在

位），时正为唐宪宗主政。他派遣弄栋节度使王嵯巅在善禅创建觉照、慧光二寺，并建双

塔以为善禅浮屠，及创妙应讲寺并一小塔于后。第九主劝利盛（公元 816—824年在位）

53 張道宗：《紀古滇說集》。
54 張道宗：《紀古滇說集》。
55 張道宗：《紀古滇說集》。



在位期间对崇圣寺加以重修，并完成善禅城觉照、慧光二寺及塔的创建工程。 56至少在南

诏第八主劝龙晟之前，南诏就建成另外一座带有国家寺庙性质的阿叱力寺宇佛顶寺，该寺

位于南诏国都城大理。据胡蔚本《南诏野史》记载，公元 805年，劝龙晟在改元龙兴之后，

即铸万尊佛像送给佛顶寺：「劝龙晟，唐宪宗己丑元和四年在位，年十二岁，唐册封南诏

王。明年改元龙兴，铸佛万尊送佛顶寺，用金三千两」。佛顶寺其后一直是南诏、大理的

核心寺院，在南诏、大理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万历《云南通志》记载，蒙氏

还建有三圣庙，供奉观音、段道超、杨法律等三位阿叱力高僧。此外，还有一些达官贵人

阿叱力高僧也曾创建密教寺庙，如高将军于南诏第九主劝丰佑保和九年（公元 832），于

赵州甸建有遍知寺。元郭松年《大理行记》载：「州之北，行约数百步，地极明秀，蒙昭

成王保和九年，有高将军者即其地建遍知寺。其殿像壁绘于今罕见，意非汉将名笔，不能

造也」57。又如来自印度的著名阿叱力高僧、南诏王劝丰佑国师赞陀崛多就在滇西建有玄

化寺。58赵波罗系南诏十三主隆舜时的阿叱力教国师，在滇西大理附近创建著名的荡山寺。

59此寺后改名感通寺。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之「大理府寺观」载云：「感通寺，旧名荡

山，又名上山寺，唐僖宗时所创也。去府治十里许。寺有三十八院，林木葱蒨，幽雅迥绝

甲于诸寺」60。

    以上都是南诏时期建立的较有影响的阿叱力教寺庙，除此之外，南诏还在境内建有许多

较小的滇密寺庙。据《僰古通纪浅述·蒙氏世家谱》记载，单是世隆就创建大寺八百、小寺

三千：「（世隆即位）以四方八表夷民臣服，皆感佛维持，于是建大寺八百，谓之蓝若，

小寺三千，谓之伽蓝。遍于云南境中，家知户到，皆以敬佛为首务」。这一记载证之于元

李京《云南志略》的记载，应是可靠的。因为当李京于公元十四纪初入滇时，仍亲眼看到

「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鼓参礼，少长手不释念珠，一岁之中斋戒几半」 61。

这说明至少到元初，阿叱力教在云南就已深入民间，成为民众真正信奉的宗教。因此那种

认为南诏佛教只局限于王室、贵族之间传播的看法，与史实不符。62

56 張道宗：《紀古滇說集》。
57 道光《趙州志》卷二〈仙釋〉：「王左梨，州人，有功行，能動鬼神。南詔時，高將軍逮遍知寺，令張
子辰書釋迦咒，董迦羅書迦葉咒，王左梨書阿難咒」。
58 《明一統志》：「玄化寺，蒙氏因梵僧贊陀崛多卓錫通水，遂建此寺」。
59 《大理弘圭趙公墓誌銘》，楊世鈺主編《大理叢書·金石篇》〔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2010〕，卷一，
頁 280。
60 景泰《雲南圖經志書》卷 5，收入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8〕，
第六卷，頁 78。
61 李京撰，王叔武輯校：《<雲南志略>校注》〔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86〕，頁 87。
62 日本著名學者鐮田茂雄在《南詔國的佛教——中印佛教文化的融合》一文中，總結南詔佛教的幾大特點，
認為南詔佛教是一種貴族佛教，只局限于王室、貴族之間傳播。參見張岱年、湯一介主編《文化的衝突與
融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公元 938年，出身于南诏世族的段思平正式建立大理国。大理国的创立结束了分别由郑、

赵、杨等诸大姓创立的三个短命王朝：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使云南的历史再

度进入辉煌时代。大理国共历二十二主，存续三百一十五年。从政治教化形态看，大理国

仍然沿续南诏以来以阿叱力教为教化主体的教化传统，实行政教合一政治制度。

与南诏相比较，大理国在施行密教教化时，存在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此即大理

国主更重视对阿叱力教教权的控制，在大理二十二位国主中竟然有九位出家为僧。他们分

别是：第二代文经帝段思英、第八代秉义帝段素隆、第九代圣德帝段素真、第十三代上明

帝段寿辉、第十四代保定帝段正明、第十五代中宗段正淳、第十六代宪宗段正严、第十七

代景宗段正兴、第二十代神宗段智祥。其中除段思英系被废为僧外，其它多数都是在执政

多年之后，禅位为僧。这与南诏诸主仅限于崇奉密教有很大不同。究其原因，可能与大理

国的建立乃是在云南世族高氏大力支持密切相关。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大理国是段氏与高氏

共天下，采取一种段王高国主的双王制。由高氏世代控制大理朝政，而段氏则长期垄断阿

叱力教权。关于大理国王对佛教的认知，清初释圆鼎在《滇释纪》中，曾记载段思平之子

文经王段思英(公元 945—946在位)的佛教因缘，其文云：

清凉弘修大师，大理段氏裔，名思英，即文经王，乃神圣文武王之子。为世子时，

随王入寺，问寺僧曰：「佛是何方人」？僧曰：「西天」。又曰：「西天在何处」？

僧曰：「佛生处」。问曰：「这里聻聻」。僧曰：「佛住处」。便微笑，即深念苦

空，不乐于世，请为僧。王未许，乃嗣位。未几，即让与叔思良，便为剃度，大获

解悟，了证空乘。63

大理史料多载段思英是被其叔段思良与朝中大臣废位为僧。然而从上文看，他对佛教的理

解相当深入，可以说佛教已融入他的精神生命。因此他之退位无论是否出于自愿，都是可

以理解的。又明初李浩《三迤随笔》也载录段正兴(1147—1171在位)的一首题为《游凤

山》的词，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后世大理国王对待佛教态度：「乐洋洋，拈花斗草小溪旁

不觉落阳歪下山，背上雕弓，射个山鸡下酒也何妨。乐该乐，身为国主无事也该玩。法门

空又空，初一十五朝梵王。从小学会阿弥陀佛念，等到人老了。老而无用，落发时节万事

皆休。牟尼佛前多朝拜，还我本来面目，也许是个真和尚」 64。由此词看，段正兴也是把

佛教作为生命的终极归依。

阿叱力高僧在大理国时期仍然像南诏一样，深度介入国家政治生活。最典型的表现就

63 《滇釋紀》卷一。
64 《三迤隨筆·大理主多識字而不精文》，《大理古佚書鈔》，頁 146。



是大理国仍然继承南诏的政治传统，采用国师制。像大理开国皇帝段思平就尊阿叱力高僧

董普明为国师，并在建国过程中直接得到他的帮助。其后董氏一直世代充当大理国的大祭

师，扶助王业。例如董祥明在段素英统治时任「梵业崇广大国师」，曾在五华楼建天王道

场，自任护军坛主，在军事战争中护助国主。 65其它如董普明被封为「神功济世护国国

师」，董祥福为「补天神验佐国圣师」等等。66除董氏外，大理国还有其它阿叱力高僧也

曾担任国师。例如在大理崇圣寺发现的段智祥天开十六年（公元 1223）的写经《通用启

请仪轨》，其卷末就题「国师阿左梨王德彰」。关于段氏大理国实施国师制的详情，明李

浩在《三迤随笔》中做了介绍，他说：

国师分三等，大国师居无为寺，专为帝室讲经说法。国王及诸大臣出家，为其授戒

发牒。该寺又为文武百官演武、习武考试地。……二等国师主崇圣寺。崇圣寺有十

二僧官。国师通天文地理，能判国之祸福，精诸秘术，为国内爽托以下诸官子弟学

所。子弟七岁入学诸经，听僧官讲课。课程初学识字，后诵经文、梵文。三年学成

者，可列名于簿。五至十年学成者，而为学子，与中原秀才相等。学而不成器者，

出家、归家任之。三等国师主罗荃寺，精诸秘法。国之阿阇梨，司诸法事。民有事

可调解，国有事可听遣。段氏以佛立国，佛教为国之本，国制为法。若非佛子，不

得作官。67

这里记载大理国将国师分为三等，其中一等居无为寺，专门备王室及诸大臣顾问，并传授

军事技艺。二等居崇圣寺，负责训练贵族子弟。三等居罗荃寺，拥有阿阇梨名号，负责处

理普通民众司法诉讼，担当法官角色。文中还特别申明「若非佛子，不得作官」。这表明

大理国的国师制与其官僚制是合一的。这是大理国政教合一制度的重要体现。段氏大理国

的这套国师制较之南诏，更为完善，政教合一色彩也更为浓厚。此外，见于大理国时期碑

刻的由僧人担任的职务，还有「崇圣寺粉团侍郎」、「冢宰国公禅师」、「皇都大佛顶寺

都知天下四部众洞明儒释兹济大师」等等。这都说明大理国时，僧人通过担任僧职，直接

参与国家政治，乃是国家官僚的主要组成部分。

南诏的阿叱力教寺院在大理国时期大多存续下来，像前文提到的南诏佛顶寺、崇圣寺

等都是大理的国家寺庙。此外李浩《三迤随笔》还提到无为寺、弘法寺、石云寺、圣源寺

观音阁、罗荃寺等。另外段思平在建国之初，就下令在境内诸邑甸普建佛寺。对此有待进

一步考证。在此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大理国的这些国家寺庙同时也是官府衙署。

65 〈董氏宗譜記碑〉，收入《大理叢書·金石編》第十冊，頁 223-224。
66 《大理市鳳儀北湯天董氏家譜》。
67 《三迤隨筆·段氏考制》，《大理古佚書鈔》，頁 150—151。



3.中原政治、宗教文化对南诏、大理的影响

中古时代的南诏、大理不但受到来自印度的以密教为代表的宗教之强势影响，而且还

受到中原王朝唐、宋在政治上的强势影响。尽管在政治教化形态方面，印度宗教传统的影

响远较中原王朝来得强烈，然而由于中国唐、宋王朝均系当时东亚地区的一等大国，居有

地区权力中心的地位，加之历代中原王朝都曾在西南地区施行程度不等的统治，而印度本

土在中古时代又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没有成功建立起强有力的王朝，因此与印度相较，中

原王朝唐、宋在政治、军事上始终维持对南诏、大理更为强势的影响。实际上蒙舍诏之所

以能从其它各诏中脱颖而出，除上述所论采用密教阿叱力教作为政治教化传统外，还直接

得到唐王朝的军事援助，而南诏在多数时期对唐在政治上都保持依附关系。据史载，在南

诏十三主中就有十主接受了唐朝的册封。南诏对唐的朝贡关系，自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

元 734)至干宁四年(公元 897)，见于史籍载录者就有一百次以上。这说明虽然南诏在文化

上与东南亚各国一样隶属于印度文化圈，但在政治归属于却偏向于中原王朝。

    南诏与唐王朝之间的政治关系也经历一个由依附到逐渐独立的动态过程。而这又与当时

吐蕃与唐在中国西北地区争夺地区霸权的政治大环境息息相关。公元七世纪中叶，建国于

今中国西藏的吐蕃迅速崛起，统一了青藏高原各部，成为该地区的强国。由于吐蕃在北方

与唐争夺对安西四镇的控制权，在南方又与唐争夺云南洱海地区，因此它的扩张对唐朝形

成很大军事压力，成为唐在相当长时期的一大边患。为了抑制吐蕃在南方的扩张态势，唐

王朝才扶持南诏建立起地区大国以对抗吐蕃，而南诏既利用唐王朝这种政治战略以扩充实

力，同时又避免为唐、吐蕃所利用，在唐与吐蕃之间，进行巧妙周旋，以争取最大政治利

益，转而向中国西南及东南亚扩张，以实现自己的地区霸权。早在细奴罗建国时，就首先

确立归附唐朝以统一各诏的政治战略。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 653年)，细奴罗建立蒙舍诏

之后，就派其子罗盛朝唐，遵唐正朔，正式建立与唐的政治依附关系。以后各主都很注意

维持这种政治关系，到第三主威成王盛罗皮主政时 (公元 712—728)，正式获得唐王朝的册

封。唐授封盛罗皮为特进、台登郡王、知沙壶州刺史。至其子皮罗阁统治时期(公元 728—

748)，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正式统一六诏，建立南诏国。唐王朝也晋封他为越国公、云

南王，并赐名蒙归义。《旧唐书》载云：「（开元）二十六年，诏授特进，封越国公，赐

名曰归义。其后破洱河蛮，以功策授云南王」68。唐朝的册封对南诏在地区的扩张起到推

波助澜的作用，张道宗《纪古滇说集》说「自唐进封之后，永昌诸郡、缅、（鲜）〔暹〕

罗、大秦此皆西通之国，交址、八百、真腊、占城、挝国此皆南通之国，倶以奇珍金宝、

68 《舊唐書·南蠻傳·南詔蠻》〔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一九七。



盐锦毡布琚巴，具岁进于王不缺，于是渐有昌也」。但此时，南诏已显露出独立的野心，

《旧唐书》说：「归义既并五诏，服群蛮，破吐蕃之众兵，日以骄大。每入觐，朝廷亦加

礼异」69。南诏与唐的正式决裂始于唐玄宗天宝九年，其时正为南诏王阁罗凤主政。阁罗

凤叛唐转而归附吐蕃，被册封为赞普钟，号称东帝。这表明南诏通过与唐、吐蕃两大国的

政治博奕，其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以后虽然在第六主孝桓王异牟寻统治时，唐、南

诏双方之间的关系得到修复，但总的趋势是南诏不断摆脱唐与吐蕃两大国的控制，以确立

其自身的地区大国地位。至迟在第十主劝丰佑统治时期，南诏就已成为中国西南地区及东

南亚一带的地区强国。史载劝丰佑筑五华楼以会西南十六国首领，并向骠国、安南、唐朝

扩张。至十一主世隆主政，便拒绝向唐王朝朝贡，并正式称景庄帝。又早在寻阁劝时，南

诏王就有骠信之号，这表明其时南诏就已成为骠国、弥诺国等国的宗主国，正式成为地区

权力中心。

    南诏接受唐朝文化的影响主要偏重于政治、文化制度方面。例如封岳祠、建孔庙都是模

仿唐制。据《纪古滇说集》记载，南诏第九主异牟寻封点苍山为中岳：「先是，第六祖孝

桓王意慕新封点苍山为中岳，至王亦大祀之，仍封中岳苍山。群臣上尊号曰靖王，王建昭

灵育物土主庙在城北，创中岳神祠在城西中峯之下」。由文中的记载看，南诏封点苍山为

中岳以建立岳渎国家祭祀体系，始于第六主孝桓王异牟寻，至第九主劝龙晟进一步予以完

善。据胡蔚《南诏野史》载，异牟寻除封点苍山为中岳外，还封滇东乌龙山为东岳，蒙乐

山为南岳、雪山为北岳、高黎贡山为西岳。四渎则为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黑惠江。这

就形成完整的五岳四渎国家祭祀体制。70我们知道建立五岳四渎作为国家祭祀体系，乃是

中原历代王朝的政治传统，这在古代印度是找不到的。此外十二主宣武帝隆舜还在东京善

阐城外建坛郊祀山川、社稷。这说明南诏此时虽然在政治上已叛唐独立，但在制度上却唐

化愈趋深入。

在文化方面，自细奴罗创建蒙舍诏之始，历任南诏统治者都重视学习汉文化，例如学

习汉字、撰作汉文章。撰于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 698）的〈南诏王仁求碑〉中，就可见

到武后时新创的文字。而威成王盛罗皮更是于唐玄宗开元四十四年，效法唐代创建孔子庙

「（威成王盛罗皮）以父兴宗入贡于唐，故知中华礼乐教化，善祀孔子，而建文庙。自是

以来，华夷一统而际文明」71。在唐德宗时期，由于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对南诏的成功经

略，南诏还派质子至成都学习中国文化。对于此事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说：

69 《舊唐書·南蠻傳·南詔蠻》〔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一九七。
70 胡蔚本《南詔野史》卷上。
71 《舊唐書·南蠻傳·南詔蠻》〔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一九七。



初，韦皋在西川，开青溪道以通群蛮，使由蜀入贡。又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

以书数，欲以慰悦羁縻之。业之则去，复以它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

于成都者，殆以千数。72

韦皋首创的带有制度化的文化输入政策，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对南诏其后历史走向

影响之深远，从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经略历史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是因为唐王朝

有意识的向南诏传播中原文化，才使中国文化最终在南诏压倒印度文化，而为云南进入元

以后成为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打下牢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大臣对于通过在

南诏提倡儒家礼乐文化，以实现华夷一统的政治教化目标是有清醒认识的。牛丛在《报坦

绰书》中说：「赐孔子之《诗》、《书》，颁周公之礼乐。数年之后，霭有华风，变腥膻

蛮貊之邦，为馨香礼乐之域」73。这就明确表明在南诏传播以周孔之教为代表的中原礼乐

文化，乃是唐王朝经略西南地区之重要的一项文化战略。此外，在唐代中原文化向南诏流

布还通过军事冲突方式进行。南诏与唐朝多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仅就唐玄宗统治的天

宝年间，双方就爆发三次「天宝之战」，均以唐朝失败而告终。而在唐后期，双方仍然冲

突不断。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评论说：「自咸通以来，蛮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

四犯西川，天下疲弊，逾十五年」74。然而，唐朝虽然在与南诏的军事冲突中处于劣势，

但中原文化却伴随着进入南诏的大量俘虏而得到传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天宝之战中被南

诏俘获的郑回。他原是唐西泸县令，在南诏王阁罗凤时代被俘至南诏，其后得到重用，被

任命为王储之师。郑回以俘虏之身，不但成功地在南诏推广中原文化，而且直接促成了南

诏王异牟寻与唐朝重修旧好。对此，《旧唐书·南蛮传·南诏蛮》记载：

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曰蛮利，甚爱重之，命教凤迦异。及异牟寻立，又命教其

子寻梦凑。回久为蛮师，凡授学，虽牟寻、梦凑，回得棰挞，故牟寻以下皆严惮之。

……牟寻以回为清平官，事皆谘之，秉政用事。75

除儒家文化外，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原佛教文化，在唐代也传入南诏，对南诏接受唐文化发

挥一定的作用。对此，我们将在后文专门讨论。

    与唐王朝着重向外扩展的性格相比，宋朝由于受到中国北方强大的契丹王朝的压制，呈

现出强烈的内敛个性。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宋朝算不上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统一王朝。

因为在宋的北方，先是有契丹人建立的辽朝，终北宋一代始终与其对峙，且多数时间处于

72 《資治通鑒·唐紀六十五·大中十三年十二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二四九。
73 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8〕，第二卷，頁 164。
74 《資治通鑒·唐紀六十五·大中十二年》〔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二四九。
75 《舊唐書·南蠻傳·南詔蠻》〔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一九七。



相对强势。其后党项人在西北地区又建立西夏王朝，也差不多存续至南宋中期。而西南地

区的大理国，《宋史》也是将其安置于《外国传》来处理。如果一定要把宋代看成中国历

史的主要王朝，看成那一时期中国历史的正统所在，那纯粹是居于文化上的创造与传承，

因为正是宋朝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慧命。                    

论及宋与大理国的关系，北宋不少文献都记载了宋朝的开国者赵匡胤「玉斧画界」之

事。例如南宋周辉《清波别志》引《西南备边录》说：「艺祖即平蜀，说者欲因兵威以复

越、巂。上命取地图视之，亲以玉斧划大渡河曰：『自此以外朕不取』。即今之疆界也」

无论此事是否真实存在，但宋王朝统治者无论是在北宋或是南宋的确是情愿将大理当成外

国处理。个中原因生活于两宋之际的宋室大臣朱震解释得很清楚。其云：

大理国本唐南诏，大中、咸通间入成都，犯邕、管，召兵东方，天下骚动。艺祖皇

帝鉴于唐之祸，乃弃越、巂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为御戎

上策。76

而欧阳修更是在《新唐书·南蛮传赞》中以「唐亡于黄巢，祸基于桂林」。寥寥十字点出宋

朝放弃西南的内在奥秘。这是认为唐朝虽然是因为受到黄巢起义的重击而招致灭亡，但始

作乱者却是为防备南诏而戌守桂林的庞勋军。的确，唐代后期南诏在南部、西南地区对唐

王朝的持续攻击直接引发唐朝的解体。此事作为一种集体伤痛深深刻印于北宋中原官民心

中，以致他们自愿放弃对西南地区的经略。既使是在南宋高宗时期大理国主动请求入贡，

高宗也予以婉拒。

    不过，在两宋时期大理国与宋朝仍然存有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种联系。在政治

上，在北宋太宗、真宗、仁宗朝，都有大理国遣使朝贡的记载，但宋朝都只是接受，而未

对大理实施册封仪典。只有徽宗政和六年（公元 1116），大理国遣天驷爽、彦贲李紫琮

为进奉使，到北宋都城入贡时，宋朝册封大理国王段正严（1108—1147在位）为金紫光

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 77并于次年派钟震、黄渐等人入大

理册封。这显然把大理国视为藩国看待。可惜不久之后，北宋即被金所灭。至于南宋，由

于局促于南方，受到北方金的强势压制，始终对大理国抱有防范心理，因此对建立两国政

治关系态度很消极。因此宋朝与西南政权大理的关系，较之唐朝显得更为保守。如果说两

宋与大理国的关系大体属于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不过分。

    与相对冷淡的政治关系比较，大理国与宋朝的文化联系显得更为紧密。这是因为宋朝与

76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一〇五。
77《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四八八，〈大理國傳〉。



其时在中国境内建立的诸政权相较，虽然丧失军事优势，但在经济实力及文化创新方面，

仍然占据相对强势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大理国与宋朝的各种文化、宗教交往主要是经由

民间通道实现的。据李浩《三迤随笔》记载，大理国段素英在位期间(公元 986—1009)，

曾大兴儒学。他曾下令以重金到蜀地聘请儒士至大理教授儒学。 78此外，也有不少中原儒

士流寓大理，寻找进身之阶。例如现存楚雄的〈护法明公德运碑〉，其作者原系宋建武军

进士，因科场不利，而流入大理国，为高量成所用。 79不少大理国时期的史料都提到大理

国有一个释儒或儒释阶层，例如近年出土的大理国时期的碑刻〈兴宝寺德化铭并序〉中，

题署官衔就有「皇都崇圣寺粉团侍郎赏米绣手披释儒才照僧录阇梨阿才照」 80。另一块大

理国碑刻〈大理国佛弟子议事布燮袁豆光敬造佛顶尊胜宝幢记〉，也题「皇都大佛顶寺都

知天下四部众洞明儒释慈济大师段进全」81。这里提到的释儒或儒释，应该就是大理国的

教养阶层或官僚预备阶层。这一阶层的知识储备以滇密阿叱力教为主，兼通儒家经典。对

此元初入滇的郭松年、李京又称为「师僧」。李京在《云南志略》中说：「有家室者名师

僧，教童子，多读佛书，少知六经者。段氏而上，选官置吏皆出此」 82。大理国的释儒阶

层在接受教育期间，需手抄两部史书藏于内府，抄三部佛经藏于寺庙。 83又据倪蜕《滇云

历年传》，段素英曾于北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 1004年），仿中原政制在大理国开科举，

而应举者应该就是这批释儒。84对此元人在〈大理路兴举学校记〉一文中讥评说：「云南

西陲，俗通天竺，徒事释氏之书，虽有设科取士，未得其正」 85。实际上，大理国知识阶

层尽管接受的主要教育系佛教经典特别是密部典籍，但他们对儒家也表示相当的尊重。

《宋史·外国四》「大理、交趾」条就记载，北宋徽宗政和间，大理彦贲李紫琮入宋朝贡，

途经鼎州，曾瞻拜孔圣像：「方紫琮等过鼎，闻学校文物之盛，请于押伴，求诣学瞻拜宣

圣像。郡府张察许之，遂往，遍谒见诸生」86。

此外，大理国贵族不少还能吟诗赋词，并有诗词传世。李浩《三迤随笔》称大理贵族

子弟中，有五十余人能撰作汉体诗文。87我们前引大理国王段正兴(1147—1171在位)的一

78 《三迤隨筆·段素英興儒》，《大理古佚書鈔》，頁 95。
79 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8〕，第二卷，頁 441。
80 《大理叢書·金石篇》第十冊，頁 7中。
81 《大理叢書·金石篇》第十冊，頁 6中。
82 李京，前引書，〈諸夷風俗〉，頁 87。
83 《三迤隨筆·南詔入學 大理國沿之》，《大理古佚書鈔》，頁 87。
84 《滇雲歷年傳》載云：「真宗景德元年，段素英敕：述《傳燈錄》，開科取士，定制以僧道讀儒書者應
舉」。倪蛻輯、李埏校點：《滇雲歷年傳》〔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2，頁 165。
85 《大理叢書·金石篇》第十冊，頁 12上。
86 《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四八八，〈外國四〉。
87 《三迤隨筆·段素英興儒》，《大理古佚書鈔》，頁 95。



首题为《游凤山》的词，就是好例。为了有助于读者加深理解，在此我们再将这首词转录

下来：「乐洋洋，拈花斗草小溪旁，不觉落阳歪下山，背上雕弓，射个山鸡下酒也何妨。

乐该乐，身为国主无事也该玩。法门空又空，初一十五朝梵王。从小学会阿弥陀佛念，等

到人老了。老而无用，落发时节万事休，牟尼佛前多朝拜，还我本来面目，也许是个真和

尚」88。倘若我们以中原标准来评判，这首词自然算不上佳作，但却足以明志。89

大理国知识阶层还颇善行、草书，后唐天成二年（927），黎州曾获得大长和国的一

封奏疏。据目睹者报告说：「其纸硬厚如皮，笔力遒劲，有书诏体」 90。又吴儆生活于南

宋孝宗朝，曾在淳熙四年（公元 1177）任职邕州，对大理国的情况较熟悉。据他在《竹

溪集》报告说：「（大理）有文法，善为中国体行草书，……每贾人至横山，多市《史

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本草》、《王叔和脉诀》、《千金方》

等书」91。从书中记载看，大理商人对宋朝印刷的有关史部、集部、医书一类书籍，颇感

兴趣。由于大理此时还没有掌握雕版印刷技术，因此，他们常利用商贸之便，大量从宋朝

购置书籍。对此，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也有记载：「干道癸已冬，忽有大理人李观

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字画略有法

大略所须《文选五臣注》、《大般若十六会序》之类」 92。又南宋宁宗时，大理国还向宋

朝求赐《大藏经》，共获 1465本。我们今天已很难了解两国之间图书交易的具体规模，

但宋朝肯定在文化产品方面是出口国。

总之，宋朝虽然不像唐朝那样重视对西南地区的经营，由于北有强敌辽、金的压制，

西北又有西夏的牵掣，宋朝始终难以在军事上对大理形成威摄，然而，由于受到宋朝高度

发展的经济、文化水平的吸引，大理国对宋朝采取主动依附姿态。因此尽管宋朝从未对大

理以武力相胁，而中原文化对大理国的影响反而呈现超过唐代。对此郭松年评论说：「故

大理之民，数百年之间，五姓守固。值唐末五季衰乱之世，尝与中国抗衡。宋兴，北有大

敌，不暇远略，相与史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昏丧祭

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 93。

这就为元以后，云南重新回到祖国大家庭打下牢固的根基。

88 《三迤隨筆·大理主多識字而不精文》，《大理古佚書鈔》，頁 146。
89 按南詔王中頗有擅長詩文者，《太平廣記》卷四八三「南詔」條引《玉溪編事》述驃信詩云：「避風善
闡台，極目見藤越。悲哉古與今，依然煙與月。自我居震旦，翊衛類嬊契。伊昔經皇運，艱難仰忠烈。不
覺歲雲暮，感極星回節。元昶同一心，子孫堪貽厥」。
90 王溥：《五代會要·南詔蠻》〔北京：中華書局，1978〕，卷三〇。
91 《竹溪集》卷十。
92 《宋史·兵十二》對這件事也有記載。
93 郭松年撰，王叔武校注：《大理行記校注》〔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86〕，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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